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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DEA—Malmquist方法测算包括深圳在内的14个城市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并进行横向比较以及动态的纵向比较。根据测度结果，认为新时期深圳发展科技金融具备优良的金融业基础且社会科技创新氛围浓厚，但科技金融治理架构不健全，人才储备不足、结构缺乏科学性。针对发展科技金融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深圳应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加强科技金融集聚发展，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加快人才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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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Shenzhen’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n New Period：Based on Research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Inputs and Outpu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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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dopts DEA-Malmquist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input and outpu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in 14 cities, including Shenzhen, and makes horizontal comparison and dynamic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it is considered that in the new er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n Shenzhen has a good financial foundation and a strong atmosphere for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owever, the sci-tech finan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not perfect and the talent pool is insufficient. In view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develo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Shenzhen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its market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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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发展增速放缓，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弱，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创新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科技成果的产生、转化以及商业化需要金融体系的强力支撑。科技与金融结合不仅能推动科技成果的生成、转化以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还能促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深圳作为中国经济特区典型代表，坐拥绝佳的地理区位，现已成为全球互联网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是中国科技创新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民营企业上市的主要目的地，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是中国股市最活跃的板块，深圳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
深圳金融业保持健康快速发展态势。2017年上半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489.59亿元，同比增长12.1%，增速继续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5.3%，比上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1.8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20.5%。2006年至2016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速约20%[endnoteRef:1]。金融业是高附加值产业，具有高杠杆属性，支撑撬动作用明显，而技术创新投入多、周期长、不确定性强，金融为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支撑。2016年，深圳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04万亿元，增长47%，约占广东省一半。在科研投入方面，“十二五”期间，深圳累计投入研发经费2829亿元，其中2015年研发投入超过709.3亿元，是2010的2.1倍，占GDP的比重达到4.05%；2016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800亿元，占GDP比重4.1%。在科技产出方面，2016年深圳国内专利申请量为145294件，同比增长37.74%，其中发明专利申请56336件，国内专利授权75043件，同比增长4.05%，发明专利授权17666件，申请量和授权量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9648件，连续13年排名第一，登记技术合同交易金额451亿元，比2015年上升20%[endnoteRef:2]。 [1: 数据来源：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发展办公室http://www.jr.sz.gov.cn/sjrb/xxgk/?c=data]  [2: 数据来源：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szsti.gov.cn/] 

深圳科技创新基础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具备发展科技金融的优良条件。“一带一路”、“广东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三大战略叠加正引领深圳进入又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深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这对深圳来说是重大发展机遇。因此，对深圳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进行测度，根据实证结果与相关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对提高深圳市科技金融效率，推进科技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科技金融”概念在我国提出的时间相对较晚，是我国科技体制变革和金融改革深化的产物。早期研究主要是建立理论体系，王海等人提出研究科技金融结合效益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认为科技产出指标构成来源于科技成果产出、转化、商品化的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指标进行细分[1]。邓天佐等人探讨我国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内涵、规律、特点及表现形式，总结我国科技金融结合近期发展的态势和现状，认为抓好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工作和培养科技金融人才是关键[2]。关于科技金融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省市层面[3]，随着研究理论的逐步建立，学者们开始将科技金融问题的研究基于区域的视角[4]，对科技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5]。在研究方法上，陈敏等人采用随机前沿距离函数模型研究金融中介对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6]，芦锋等人运用面板模型分析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7]，在科技金融效率的实证研究方面使用DEA方法的学者居多，大多从省、市一级的层面评价我国的科技金融效率及其影响因素[8-11]。尽管学者们运用DEA模型的各种方法对不同时间跨度的省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可能是数据处理的方法不同，亦或是模型软件的运用方面做了一些理想化的技术处理。
本文首先采用DEA方法对包括深圳在内的14个城市2016年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进行测度，做初步的横向比较，然后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11—2016年14个地区科技金融相对效率变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做动态的纵向比较，着重分析深圳的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对新时期深圳发展科技金融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建议，旨在提高深圳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助推深圳向国际化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发展。





2  评价指标与数据
2.1 投入、产出指标选择
本文选择地方财政科技支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以及R&D活动人员为投入指标。投入指标的选取综合考虑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的投入，政府是公共科技金融的提供主体，在科技创新研发初期，风险投资当中只有小部分天使投资，为极少部分的企业投入资金。由于初期科技研究往往很脆弱，最需要支持，政府各种形式的支持尤其是研究经费支助为科研机构、高校或科技型公司能够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选择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为投入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反映了企业用于内部开展科研活动的实际支出，该项经费的投入强度和规模直接影响企业自主创新水平，是表示市场科技金融投入的重要指标。人力资本投入在科技创新活动中作用很大，是将所有类型投入转化为科技成果的核心要素，所以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人员数量反映人力资本的投入强度。产出指标方面考虑到科技创新基本分为科技成果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三个阶段，分别选择专利申请授权总量、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金额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来反映三个阶段的科技产出情况。
2.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包括深圳在内的14个城市进行研究的依据基于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印发实施《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成都高新区、长沙高新区三个国家级高新区，以及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杭温湖甬”地区、安徽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武汉市、广东省“广佛莞”地区、重庆市、绵阳市、关中—天水经济区（陕西）、大连市、青岛市和深圳市16个地区为国家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与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研究地区范围与“试点名单”不完全一致，如“试点名单”中有长沙高新区和广东省“广佛莞”地区，本文选择长沙和广州来研究。关中—天水经济区包括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地区和甘肃省天水市，数据难以获得，绵阳市数据缺失，因此这两个地区不予考虑。最终选取深圳、武汉、天津、北京、上海、长沙、杭州、重庆、大连、南京、广州、青岛、合肥和成都来进行比较研究。
14个城市2011-2016年的数据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全国技术市场统计报告》。考虑到科技金融投入产出之间的一个时滞性，将每年的产出当作是上一年投入的结果，即将投入、产出数据调整为代入模型。此外，使用DEA方法来测度投入产出指标相对效率时保证样本的投入、产出值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这样得到的测算结果才具有可信度。本文用SPSS.22软件对调整后的投入产出指标做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指标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Y1
	Y2
	Y3
	X1
	X2
	X3

	Y1
	专利申请授权总量（件）
	1
	
	
	
	
	

	Y2
	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金额（亿元）
	0.581**
	1
	
	
	
	

	Y3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亿美元）
	0.604**
	0.064
	1
	
	
	

	X1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亿元）
	0.778**
	0.739**
	0.518**
	1
	
	

	X2
	R&D经费内部支出（亿元）
	0.728**
	0.615**
	0.847**
	0.659**
	1
	

	X3
	R&D活动人员（人）
	0.695**
	0.601**
	0.878**
	0.606**
	0.917**
	1


注：**.表示相关性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示相关性在0.05水平上显著
投入、产出指标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R&D活动人员数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78，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之间的相关系数最低为0.518。因此，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用DEA方法进行测度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3  实证研究
3.1  DEA方法概述
本文选择费尔等人（Färe, R., Grosskopf, S., Lindgren, B., Roofs, P.1994）设计的DEA模型。其基本原理是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建造一个非参数分段的生产前沿面，然后将每个决策单元（DMU）相对这个面进行比较，以此来计算效率。DEA基本模型有CRS和VRS两种，两种模型无论是在投入主导型和产出主导型的情况下都可以获得。投入主导型背后的逻辑是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来获得既定的产出量，产出主导型测算的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以既定的投入来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深圳市全社会研发投入规模大，政府以及企业的支持力度强，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本文测度选择“投入导向”型方法。CRS模型假定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来测算决策单元的整体效率，这时产出主导型和投入主导型测度方法得到的技术效率是相等的。而VRS模型在CRS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将不变规模报酬的假定变更为可变规模报酬，这样得到的决策单元的弱有效性则排除了规模效率的干扰，从而测度出纯技术效率。同样，如果一个决策单元用CRS模型和VRS模型测度出来的技术效率不同，则说明存在规模无效。
本文采用VRS模型来评价2016年14个城市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如果综合技术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则决策单元的规模处于最佳情形，否则为规模报酬递增状态或者规模报酬递减状态。
3.2  DEA-Malmquist模型介绍
DEA模型是针对某一时间点生产技术而言的，但实际社会生产一般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1953年，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马姆奎斯特（Malmquist）提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费尔等人将DEA理论与该指数概念结合，创造了DEA-Malmquist模型，用来测度两个时期生产率变化的情形。DEA-Malmquist模型适用于面板数据，用来描述不需要设置具体函数形态的多个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的生产技术，本文中反映的是相邻两年每个城市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的变化，即新的一年相比上一年的效率是否得到改进。
在规模收益固定情况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被评价DMU在两个时期内技术效率变化（effch），二是生产技术变化(techch)。考虑规模报酬变化情况下，effch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和规模效率变化（sech），即

技术效率变化（effch）描述的是相对于不变规模报酬的生产技术，即由t到t+1期，DMU实际产出到每一年最佳生产前沿面的距离，本文中是指每个地区科技金融产出到生产前沿面的追赶程度，即距离变化情况。生产技术变化(techch)代表着相邻时期最佳生产前沿面的移动程度，衡量的是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的最佳生产能力的变动，即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是剔除规模效率变化影响的技术效率变化，即相对于可变规模报酬的生产技术，而规模效率变化（sech）可以测度出DMU是否在向最优生产规模靠近，亦或是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变动中。
3.3  测算结果分析
3.3.1   2016年截面数据相对效率比较
本文使用Deap2.1软件进行计算，基于投入主导型的VRS模型对2016年14个城市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最佳生产前沿面进行构造，并将每个城市实际投入产出情况与之进行比较，计算出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率，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6年14个城市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测算结果
	firm
	crste
	vrste
	scale
	规模有效性

	深圳
	1.000
	1.000
	1.000
	—

	武汉
	0.765
	1.000
	0.765
	irs

	天津
	0.518
	0.518
	1.000
	—

	北京
	1.000
	1.000
	1.000
	—

	上海
	1.000
	1.000
	1.000
	—

	长沙
	0.598
	0.947
	0.632
	irs

	杭州
	0.748
	0.789
	0.948
	drs

	重庆
	1.000
	1.000
	1.000
	—

	大连
	0.482
	1.000
	0.482
	irs

	南京
	1.000
	1.000
	1.000
	—

	广州
	0.844
	1.000
	0.844
	drs

	青岛
	0.339
	0.670
	0.505
	irs

	合肥
	0.652
	0.990
	0.659
	irs

	成都
	1.000
	1.000
	1.000
	—

	mean
	0.782
	0.922
	0.845
	


注：“crste”代表综合技术效率水平，“vrste”代表纯技术效率水平，“scale”代表规模效率水平，“drs”代表规模报酬递减，“irs”代表规模报酬递增，“-”代表规模报酬不变。
    2016年截面数据表明，中国14个城市平均科技金融效率为0.782，处于明显非有效状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整和改进才能实现整体效率有效。从个体来看，深圳、北京、上海、重庆、南京和成都科技金融综合效率有效，说明这6个城市2016年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均衡，产出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化。从纯技术效率水平测度来看，除上述综合技术效率为1的6个城市，武汉、大连和广州纯技术效率也为有效，意味着9个城市在目前科技金融规模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相对有效，基本不存在资源错配的情况。武汉、大连和广州3个城市综合效率非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规模状态不是最佳水平。其中，武汉和大连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广州则呈现为规模报酬递减状态。因此，广州现阶段想要通过增加金融投入来提高产出是不经济的，只能是通过调整内部管理结构和完善市场机制等方式来提高科技金融相对效率。从规模有效方面来看，天津虽然实现了资源配置的规模有效，但其纯技术效率水平低于1，说明科技金融可能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现象。长沙、杭州、青岛以及合肥既没有达到纯技术有效，也没有达到规模有效。
表2是14个城市2016年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情况，对各城市的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情况给出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研究各城市是否存在投入过多和产出不足的情况。表3通过Deap2.1软件输出各城市投入产出冗余情况。
表3  2016年14个城市科技金融投入产出冗余值
	firm
	专利申请授权总量（件）
	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金额（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亿元）
	R&D经费内部支出（亿元）
	R&D活动人员（人）

	深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武汉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天津
	0.000
	0.000
	73.508
	58.174
	169.838
	67193.727

	北京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上海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长沙
	0.000
	100.232
	66.525
	1.293
	6.212
	8462.191

	杭州
	0.000
	95.070
	185.189
	20.505
	41.848
	21543.516

	重庆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大连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南京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广州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青岛
	2517.484
	0.000
	0.000
	9.427
	119.606
	18825.193

	合肥
	0.000
	21.752
	40.964
	5.257
	1.030
	424.326

	成都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由表3可知，天津、长沙、杭州、青岛以及合肥存在着投入过多和产出不足情况，正好解释这5个地区的纯技术效率无效性。长沙、杭州和合肥的状况相似，地方财政科技支出、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活动人员三项投入指标相对冗余，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存在不足。天津与青岛的三项投入也相对冗余，天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相对不足，青岛专利申请授权总量不足。5个地区三项投入相对冗余，说明这些地区金融投入用力过猛，部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转化。因此，必须加强金融投入管理，优化投入结构，同时应提升技术水平，提高科技金融相对效率。
3.3.2  malmquist分析
通过测算2016年14个城市科技金融相对效率对各城市情况进行横向比较，还需要分析各城市不同时期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相对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
表4是2011-2016年14个城市科技金融相对效率平均动态变化情况。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都是比较上一年数据得来的，指数大于1说明相对上一年的科技金融效率有所改善，指数小于1说明科技金融效率在衰退，各指数分减去1代表增长率。
表4  2011-2016年14个城市平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firm
	effch
	techch
	pech
	sech
	tfpch

	深圳
	1.000
	0.922
	1.000
	1.000
	0.922

	武汉
	0.948
	0.994
	1.000
	0.948
	0.942

	天津
	0.971
	0.994
	0.967
	1.004
	0.965

	北京
	1.000
	1.001
	1.000
	1.000
	1.001

	上海
	1.000
	0.906
	1.000
	1.000
	0.906

	长沙
	1.071
	0.928
	0.989
	1.082
	0.993

	杭州
	0.980
	0.951
	0.954
	1.028
	0.932

	重庆
	1.000
	0.987
	1.000
	1.000
	0.987

	大连
	1.028
	0.989
	1.060
	0.969
	1.017

	南京
	1.019
	0.974
	1.013
	1.007
	0.993

	广州
	1.093
	0.960
	1.130
	0.967
	1.050

	青岛
	1.002
	1.025
	0.923
	1.086
	1.027

	合肥
	0.922
	0.965
	0.998
	0.924
	0.890

	成都
	1.000
	0.906
	1.000
	1.000
	0.906

	mean
	1.002
	0.964
	1.001
	1.000
	0.965


注：effch是指综合技术效率变化，techch是指技术变化，pech是指纯技术效率变化，sech是指规模效率变化，tfpch是指全要素生产率。
总体上看，14个城市科技金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3.5%，其中纯技术效率上升0.1%，规模技术效率保持不变，两者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上升0.2%。技术进步指数（techch）下降3.6%，说明2011-2016年14个城市平均科技金融效率最佳生产前沿面出现轻微衰退。全要素生产率及各项分解指标平均来看，持续增长或保持不变的城市只有北京，说明北京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有提高，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政府科技金融管理绩效，也反映出科技金融市场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深圳、上海、长沙、重庆、大连、南京、广州、青岛和成都的综合技术效率都有提高，但技术变化指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3.3.3深圳2011-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通过对表2中2016年科技金融相对效率截面数据横向比较发现，深圳的数据呈现出良好状态，而表4中2011-2016年深圳科技金融平均效率下降7.8%。为了深入分析深圳科技金融效率状况，需要对深圳2011-2016年间每个时期科技金融效率变动情况做出判断，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2011-2016年深圳科技金融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year
	effch
	techch
	pech
	sech
	tfpch

	2011-2012
	1.000
	1.309
	1.000
	1.000
	1.309

	2012-2013
	1.000
	1.001
	1.000
	1.000
	1.001

	2013-2014
	1.000
	0.645
	1.000
	1.000
	0.645

	2014-2015
	1.000
	1.181
	1.000
	1.000
	1.181

	2015-2016
	1.000
	0.668
	1.000
	1.000
	0.668


注：effch是指综合技术效率变化，techch是指技术变化，pech是指纯技术效率变化，sech是指规模效率变化，tfpch是指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表明，2011-2016年间深圳综合技术效率基本维持在稳定水平，没有改善也没有衰退，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2011-2012年、2012-2013年和2014-2015年分别提高30.9%、0.1%和18.1%，在2013-2014年和2015-2016年分别大幅下滑35.5%和32.2%。这种大幅度波动源自于技术变化，说明深圳市目前的规模、投入与产出基本相匹配，且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技术进步是提高科技金融效率的源动力。科技与金融两个产业互助融合是未来市场的主旋律，一味地加大金融投入，过大的资产性支出规模不一定能提高科技金融效率，应该通过技术创造优化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流程，使每个环节都和谐有效地流转，节约时间与资金成本，以期推动科技金融快速健康发展。
4  新时期深圳科技金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4.1 深圳发展科技金融的机遇
4.1.1 金融业发展处于上升期，为科技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仍然相对疲软，风险因素不可忽视。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复苏后金融危机市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表明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增强金融对经济的支撑作用。金融秩序重构后博弈竞争不断深化，金融业重心逐渐东移，呈现出亚洲、欧美金融中心并驾齐驱的格局。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以及其他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改革措施加速推进，意味着我国金融业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
深圳作为中国重要区域金融中心，其金融业各项指标量级不断增长。2016年，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深圳从第27位上升到22位。金融业已形成多个金融功能区，包括传统金融强区福田CBD、黄金珠宝集散地罗湖区、致力于发展跨境金融的南山前-后海地区，以及科技金融优势显现的南山区等。深圳毗邻香港，深港金融业进一步融合，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占据先发优势，前海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与香港遥相呼应。金融业的强盛给予科技创新产业强大支撑和依靠，大批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深圳产生、成长并壮大。
4.1.2 供给侧改革处于深入期，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氛围
供给侧改革进入深入推进阶段，市场对资本、创新等要素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经济发展必须摒弃粗犷型方式，关键是更新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国各阶层的热情，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探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路径。 
深圳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允许试错的市场氛围，大力推进创新、创业、创投以及创客，形成“四创联动”发展。为推动双创健康稳定发展，深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设立创客专项资金和创客基金，每年注入大批资金，提高对双创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自2009年起每年举办中国（深圳）双创大赛，对接政府股权投资、创业资助等，带动大批社会资本。截至2016年底，累计培育66家创客服务平台、237家创业孵化载体、17家国家级孵化器，涌现出柴火空间、中科创客学院、赛格创客中心、HAX国际硬件创客空间等知名创客空间[endnoteRef:3]。科技创新领军企业密集涌现，如华为、大疆、华大基因、柔宇科技、优必选科技和碳云智能等。科技型企业形成集聚之势，未来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极有可能在深圳井喷式地涌现，坐实深圳“最具硅谷气质城市”称号。 [3: 数据来源：深圳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http://www.szsti.gov.cn/f/services/softscience/161.pdf] 

4.2 深圳发展科技金融的挑战
4.2.1 科技金融治理架构不健全，亟待加强监管力度
深圳政策支持力度大，市场环境活跃，无疑成为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热土，也存在科技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不够健全和风险隐患。在金融业方面，有的企业打着金融创业、“互联网+”等幌子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筹集资金投资是假，非法圈钱为真。部分所谓“P2P”企业通过层层包装，设置复杂的企业结构，具有极强的隐秘性和欺骗性。近年来出现不少新兴金融风险事件，如“e租宝”、“融金所”、“泛融网”、“国湘资本”和“中晋资产”等。在科创企业方面，有的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企图鱼目混珠，利用“假创新”或者“劣质创新”骗取资金，市场乱象丛生，真假难辨。若不对市场加强监管，则可能出现资源错配，科技金融效率低下的情形，一旦形成不良市场风气，不但会阻碍科技金融发展，甚至会影响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4.2.2 人才储备不足结构不合理，配套环境有待改善
    深圳教育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相对较少，科技金融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人才储备不足，结构单一，一般型人才居多而高层次综合型人才稀缺，每年需要引进大批外来人才，成本较高。另外，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偏高，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环境不完善，对科技金融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5 对策思考
5.1  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金融资源
    首先要明确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在发展科技金融所扮演的角色，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最主要的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技研发内容、资金投入规模、科研产出评价、成果转化效率应由市场决定。其次，政府扶持方式应该多元化，鼓励企业拓展科技融资渠道，更多地吸纳天使投资、私募基金等民间资本。丰富金融投入结构无形中加强了对科技创新企业的筛选，有益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建立健全投入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科技资金使用情况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厉打击贪污受贿行为，同时尽量避免金融成本投入过多，出现冗余情形。
5.2  加强科技金融集聚，加快形成辐射效应
大力培育科技新兴产业，引导科技金融集聚发展，形成紧密联结的产业链结构，避免出现“小集聚，大分散”现象。深圳市各区经济基础水平差异明显，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特点相异，发展科技金融条件参差不齐，其中，南山区科技金融发展实力最强。首先，南山区的教育科研资源最多，聚集了深圳大学、深圳高职院、深港产学研基地和深圳虚拟大学园等一大批教育科研基地。近些年众多著名高校也争相落户南山，例如北大深圳校区、清华国际校区、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以及国科大深圳校区等。其次，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最为发达，截至2016年末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到2223家，超过全省1/10[endnoteRef:4]。最后，南山区始终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科技服务体系最为完善。深圳科技金融发展不妨以南山区为核心，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由南山向其他区进行辐射扩散。 [4: 数据来源：深圳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http://www.szsti.gov.cn/f/services/softscience/1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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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尽快形成科创效益
科技创新最终在于产业化，将新技术转化成新产品投放市场，然后逐渐将新产品规模化生产，形成相关高新技术产业。鉴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大多数科技创新成果具有一定时效性，政府应积极引导科技与市场对接，构建功能结构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使科学技术直接应用于生产环节。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第三方服务机构、金融中介机构等在科技成果孵化、转让和产业化各阶段的作用与优势，提高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实现科创成果效益最大化。
5.4  改善城市配套环境，加快构建人才体系



深圳在人才引进方面投入力度较大，实施“孔雀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对其他高学历人才和特殊技能人才也有相应补助政策，此外，还出台了人才安居工程等政策。尽管政府在吸引高精尖人才方面已经做出多项努力，但大部分仅仅停留于财政补贴层面，要让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扎根于深圳，必须全面改善城市配套环境，统筹优化医疗、教育和交通等影响生活质量的环境因素。构建人才体系应遵循多元性原则，丰富各层次人才，努力达到“人才辈出，各尽其才”的效果，为科技金融发展创造活力





